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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有机嵌入公司治理体系是我国特有的制度安排，也是新一轮企业改

革的重要抓手。现有文献研究表明党组织嵌入有效改善了企业的公司治理和经营绩效，然而对于党组织嵌入能否改

善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关系的研究不足，尤其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党组织嵌入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

理有效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而被审计单位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是决定审计师决策的重要因

素，因而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会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性的强弱与党组织嵌入

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大小有关。当企业初始的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如内部控制质量较差)时，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

改善效应较大，因而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的相关性也较强；当企业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工作加强时，党组织嵌入

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会增大，因而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的相关性也会增强。本文以 2010—2019年沪深两市 A股

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党组织嵌入(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与审计师决策(审计意见和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

现：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和审计收费显著负相关，被审计企业内部控

制质量负向调节这种负相关性(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会弱化负相关性),且在党的十八大后这种负相关性比之前更显

著。可见，党组织嵌入必须有效改善公司治理并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才能提高审计师出具标准审

计意见的概率和降低审计收费；党组织嵌入不仅会带来企业自身的效率提升，还可以改善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

的关系，降低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和效率提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尝试从企业与

其他经济主体的关系角度探究党组织嵌入带来的积极影响，拓展了关于党组织嵌入的经济效应研究，也深化了关于

审计师决策影响因素和机制的研究。本文通过对被审计企业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党组

织嵌入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以及传递积极信号降低企业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交易费用，有助于深化对党组织嵌

入的整体效应认识，进而为进一步完善企业党组织嵌入机制和加强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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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与其他转型经济体不同，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施的。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有机嵌入公司治

理体系是中国企业的制度优势所在，也是新一轮企业改革的重要抓手(代彬等，2020)[1]。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2016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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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截至 2016 年底，全国 91.3%的公有制企业和 67.9%的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分别达到 18.9 万

家和 185.5万家。如此多的企业建立了基层党组织，那么基层党组织在企业治理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会对

企业行为产生怎样影响?如何进一步优化党组织嵌入机制?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基层党组织工作，构建

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企业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关于党组织嵌入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的文献不断增多，其中，大部分研究认为党组织嵌入具有积极的效应，尤其有助

于改善公司治理。比如，党组织嵌入可以抑制大股东攫取私利(余怒涛等，2017)[2]、减少内部控制人代理问题(马连福等，2012;

王元芳等，2014;王彦玲，2014;吴秋生等，2018)[3,4,5,6]、约束高管隐性腐败(严若森等，2019)[7]、减少并购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陈

仕华等，2014)[8]、提升资源配置效率(Li et al,2020)[9]、减少企业激进避税(李明辉等，2020)[10]、改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于连

超等，2019)
[11]

等。不过，也有少量研究发现党组织嵌入也可能对公司治理产生消极影响，比如对企业高管的过度监控会降低高

管的积极性(Chang et al,2004)[12]、增加企业冗余雇员(马连福等，2013)[13]等。 

上述研究表明，党组织嵌入对公司治理及企业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影响是多方面且复杂的。但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党

组织嵌入对企业自身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党组织嵌入对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关系(如交易成本等)的影响。区别

于以往文献，本文基于党组织嵌入可以改善公司治理，而被审计单位公司治理的改善可以影响审计师决策的逻辑，探讨被审计企

业的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关系，并采用 2010—2019年沪深两市 A股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具体来讲，从审计意

见决策和审计收费决策两个维度刻画审计师决策，基于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两种形式反映党组织嵌入程度，进而分析其表现出

的相关性，并探讨内部控制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同时进一步检验基于党组织建设的时间异质性和基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审计

师异质性。本文深化了关于党组织嵌入的经济效应的研究，也拓展了审计师决策影响因素和机制研究，厘清了党组织嵌入通过改

善公司治理降低企业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师决策的传导路径，为进一步健全企业的党组织嵌入机制，加强企

业基层党组织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基于文献

回顾和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构建实证分析模型并说明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第四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最后是

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党组织嵌入、风险控制与审计师决策 

高质量审计是资本市场良好运作的保障，审计师素有“经济警察”、资本市场“看门人”的美誉(洪金明等，2021)[14]。然而，

审计师在执业过程中也面临诸多风险。依据“深口袋”理论，若被审计单位日后因经营失败而遭受诉讼，审计师极有可能被列为

共同被告。而且随着法律制度、审计准则的完善和风险导向审计模式的引入，人们对审计师的期望值不断提高，导致相关法律法

规、制度规范等越来越强调审计决策的有用性。换言之，即便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履行了应有的审计职责，当企业未来出现经营

失败时，报表使用者也会指责审计师审计失败，并要求其共同承担损失(刘笑霞等，2012;吴昊旻等，2015;刘笑霞等，2020;王百

强等，2021)[15,16,17,18]。在此情形下，审计师不仅需要重视与企业重大错报风险有关的审计风险，还要重点关注由于被审计单位经

营失败而遭受牵连的风险。 

因此，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状况是审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决策时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之

一(褚剑等，2018;叶陈刚等，2020;邱穆青等，2020;姜涛等，2020;徐亚琴等，2021)
[19,20,21,22,23]

。一是当企业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

风险较高时，出于弥补自身风险等考虑，审计师很可能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以弥补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诉讼损失；二是为了将审

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审计师需要采取更多更严谨的审计程序来识别和评估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

并搜集更多审计证据来做出更恰当的审计意见决策，当然随之而来的是审计收费的增加；三是为了规避前述审计风险，审计师通

常在审计意见的表述上也会越发谨慎，即倾向于通过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来降低未来诉讼发生的可能性(姜涛等，2020)[22]。事实

上，大量研究表明，被审计单位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越大，审计收费越高，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也越大(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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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等，2018;叶陈刚等，2020;邱穆青等，2020;姜涛等 2020;徐亚琴等，2021)[19,20,21,22,23]。基于上述逻辑，本文认为党组织嵌入至

少能通过以下路径影响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师及其所在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决策和审计意见决

策： 

首先，党组织嵌入有助于优化公司治理、规范公司决策程序，从而促进企业优化经营决策和强化信息披露(刘大洪等，2017;

强舸，2018;李世刚等，2018;于连超等，2019)[24,25,26,27],并最终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来影响审计收费和审计意

见决策。一是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等方式嵌入公司治理，参与重大决策，有助于决策前的信息交流、事先沟通、交换

意见等，进而通过促进企业找准战略定位、确定合理的风险偏好、加强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等推动企业稳定可持续发展，规避部

分经营风险(柳学信等，2020)[28];二是党组织嵌入之后，便于企业决策者更好地把握国家战略导向，有利于企业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经营效率，从而减少企业粉饰报表的动机并降低企业重大错报风险(赖明发，2018;徐细雄等，2020)
[29,30]

;三是监督是党组织

最主要的职能之一，党组织嵌入除了会促进企业依法经营、依法治理外，还能加强对内部人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提高会计核算及

财务报告的合法合规性，抑制管理层或大股东攫取私利的行为，减少财务报告虚假陈述、报表粉饰等，从而降低企业的重大错报

风险(程海艳等，2020;郑登津等，2020)[31,32,33]。 

其次，党组织嵌入能通过强化党内监督以及外部监督来抑制“内部人控制”问题(马连福等，2012;王元芳等，2014;王彦玲，

2014;吴秋生等，2018)[3,4,5,6]。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制度下，国有企业领导不仅仅是企业决策者，还是党内领导干部，他们

不仅要考虑薪酬绩效，还需考虑政治晋升。党内监督有助于国有企业高管树立正确的业绩观，加强企业风险防控、履行更多社会

责任和减少内部控制人攫取私利(于连超等，2019;程海艳等，2020)[11][34]。因此，兼具党组织成员和公司“董监高”(董事会、监

事会、高管层成员)双重身份的企业领导会更自觉地遵章守纪，积极维护个人良好形象。此外，党组织嵌入往往会使企业受到更

多来自党政部门和社会大众的关注，形成外部监督网络。比如，地方党委往往会宣传那些党建工作较好、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

企业来引领其他企业的党建工作，在“聚光灯效应”下，较高的社会关注也会倒逼企业做好经营决策和信息披露(程博等，

2017)[35]。无论是党内监督还是外部监督，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师的审计收费和

审计意见决策。 

最后，党组织嵌入有助于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指导作用，助力企业形成诚信经营的文化氛围(刘大洪等，2017)[24],从而降

低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党组织通过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组织生活会、党课学习等，使得党员高管不断深化学习提高，积极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强化遵纪守法的规则意识。同时，在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制度下，党组织成员也会对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产

生示范影响，进而有助于形成诚实守信、踏实耕耘的企业文化，减少报表粉饰等问题(柳学信等，2020)[28]。 

综上所述，党组织嵌入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来优化经营决策、健全监督机制、形成诚信文化，进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重

大错报风险。根据审计风险模型，企业重大错报风险越大，审计师需要采取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越多越复杂，相应的审

计收费就越高。同时，企业经营风险越大，审计师因企业经营失败被连累的可能性越大，审计师就越有可能采取收取审计议价或

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等方式规避诉讼风险。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1:党组织嵌入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有效降低被审计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影响审

计师决策，表现为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和审计收费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 

2.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 

了解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情况是审计工作的核心内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审计师对其重大错报风险

的评估和进一步审计程序的设计，进而影响审计收费和审计意见决策。那么，作为审计的核心内容之一，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是

否会影响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关系?内部控制的基本目标是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和促进战略目

标实现(杨旭东等，2018)
[36]

。首先，内部控制有助于实现权力制衡，约束内部控制人寻租，减少虚假会计信息或报表粉饰，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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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重大错报风险(Cohen et al,2015;陈国辉等，2018;李百兴等，2019)[37,38,39]。其次，内部控制能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规范企

业经营决策流程，提高经营决策的科学性和经营的稳定性，降低企业经营风险。陈作华和方红星(2019)认为，内部控制能够抑制

企业决策中核心高管的“一言堂”问题
[40]
。最后，根据信号传递理论，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有效缓解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

增强审计师对被审计单位信息披露的信赖，减少不必要的审计程序，进而影响审计收费和审计意见决策(廖义刚等，2017)[41]。被

审计单位内部控制越好，其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往往越低，审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同时，内部控制质

量高会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审计师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核算流程的认可度，进而缩小实质性测试与细节测试

范围，减少审计工作量，从而影响审计收费决策。 

可见，被审计单位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通过降低经营风险、重大错报风险和缓解信息不对称等路径促使审计师出具标准无

保留审计意见并降低审计收费。因此，对于内部控制水平高的企业，审计师及其所在会计师事务所可能收取正常甚至较少的审计

费用，并出具标准审计意见。此时，党组织嵌入对审计师决策的边际影响较小。然而，当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水平较低时，内

部人代理问题可能导致经营决策不规范，财务报告质量也难以保证。这时，党组织嵌入的边际治理效应更加显著，更能有效降低

被审计单位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进而对审计师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2:被审计企业的内部控制对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表现为企业内部控

制水平的提高会弱化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和审计收费的负相关性。 

3.基于党组织建设的时间异质性 

如前所述，党组织嵌入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进而提高审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并

降低审计收费。然而，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的有效性与其自身的建设高度相关。党组织党风优良、纪律严明，党员政治觉悟高、

政治站位高、严于律己，才能保证党组织嵌入治理落到实处(赖明发，2018)[29]。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深入，在西

方不良思想文化的侵蚀下一些企业基层党组织将党建工作视为可有可无的“花架子”,甚至是“累赘”,党组织嵌入治理流于形

式，一些身兼党内领导职务的企业高管甚至利用职务之便攫取私利(李世刚等，2018;赖明发，2018)[26][29]。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提出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要求，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定，有效解决了基层党建工作被弱化、淡化、虚化、

边缘化的问题，并强力整肃了一些作风涣散的企业基层党组织(李世刚等，2018)[26]。比如，2012年 12月 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出台“八项规定”;2013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并提出要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地各领域的党建工作得到显著加强，过去一些企业长期存在的基层党组

织嵌入治理流于形式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党建工作的强化使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相应的，党组

织嵌入通过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也就更加明显。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3:由于党建工作的显著加强，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关系具有时间异质性，表现为在党的

十八大以后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和审计收费的负相关性更为显著。 

4.基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审计师异质性 

虽然党组织嵌入可以降低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但不同的审计师面对被审计单位同样的风险降低可能有不同的

审计决策。本文从审计师所在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角度探讨审计师异质性。首先，根据产品差异化理论和专业胜任能力理论，相

对于小型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服务更专业、规范、系统、全面、高质量(Chen et al,2010;Ke et 

al,2015;龙小海等，2016)[42,43,44],可能并不会因为被审计单位治理环境的变化而大幅度减少审计程序。也就是说，被审计单位重

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的降低并不会大幅度降低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投入，相应的审计收费变化也较小。而小型会计师事

务所则不同，其会尽量根据被审计单位的审计风险情况安排最少资源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审计任务，以求事务所的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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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其审计师决策受企业禀赋特征的影响较大(孙成伸，2014)[45]。其次，根据声誉压力理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更注重建立和维

护自身的声誉，更关注法律风险，因为一旦出现违规，其损失将远远大于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刘笑霞等，2012)[15],声誉压力和惩

戒风险压力是驱使大事务所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的最主要动力(吴昊旻等，2015)
[16]
。而那些对自身声誉并不十分注重的小型会

计师事务所更在乎争取客户资源，甚至不惜通过降低收费(同时降低审计质量)或出售审计意见的方式争夺客户，以达到以小博

大的目的。因此，被审计单位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降低时，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收费决策和审计意见决策变化可能较

大。最后，根据市场势力理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其与客户谈判时的主动性就越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对单个客户的依赖

性较小，在客户面前的议价能力强，往往收取较高的审计费用，即便其审计投入并不比其他事务所多。换而言之，大型会计师事

务所的审计定价具有较强的刚性。而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则不同，由于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被审计单位会根据自身情况向

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寻求更低的审计定价，另一方面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也会通过低价来争夺客户，甚至为了满足客户要求而放弃

职业操守，出具不正确的审计意见。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4:由于所在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不同，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关系具有审计师异质性，表

现为当审计师所在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较小时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和审计收费的负相关性更为显著。 

三、实证分析设计与样本数据 

为检验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的关系，本文借鉴王百强等(2021)、褚剑等(2018)、姜涛和尚鼎(2020)、Chen 等(2010)、

Ke等(2015)的研究[18,19][22][43,44],构建模型(Ⅰ): 

 

模型(Ⅰ)为基准模型，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审计师决策”,包括“审计收费”(lnLnaff)和“审计意见”(Opinion)两个指

标。在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过程中，审计师决策主要包括审计收费决策和审计意见类型决策(简称审计意见决策),本文借鉴刘笑霞

等(2012)的方法[15],采用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来刻画审计收费决策(“审计收费”),并根据审计意见类型设置虚拟变量来刻画审

计意见决策(“审计意见”)。核心解释变量为“党组织嵌入”,包括“双向进入”(Party)和“交叉任职”(Parchair)两个指标。

党组织嵌入变量的数据主要采取爬虫技术进行初次搜集，并对照公司年报数据进行手工整理。借鉴代彬等(2020)等、徐细雄等

(2020)的研究
[1][30]

,从交叉任职和双向进入两个角度构建指标刻画样本公司的党组织嵌入情况：一是用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

人员中与党委会成员重合的人数占“董监高”总人数的比例(“双向进入”)来刻画党组织嵌入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的程度；

二是根据上市公司党委书记是否兼任董事长或 CEO 设置虚拟变量(“交叉任职”),反映党组织通过交叉任职嵌入公司治理的情

况。同时，参考刘笑霞等(2012)、吴昊旻等(2015)、刘笑霞和李明辉(2020)、王百强等(2021)、褚剑等(2018)、姜涛和尚鼎(2020)

等研究[15,16,17,18,19][22],选取“公司规模”“盈利能力”等 10个控制变量，并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Ind)和时间固定效应(Year)。各

变量的测度方法见表 1。 

表 1主要变量的测度方法 

变量 测度方法 

被解释变量 审计意见 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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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收费 当期境内审计费用的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双向进入 党委会与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重合的人数占“董监高”总人数的比例 

交叉任职 党委书记若兼任董事长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调节变量 内部控制 迪博内部控制指数/100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盈利能力 净利润/净资产 

财务杠杆 总负债/总资产 

成长性 当期营业收入的同比增长率 

大股东控制 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盈利状况 如果当年净利润为正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两职合一 如果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独董规模 独立董事人数的自然对数 

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总资产 

投资机会 公司市价(股价)/重置成本 

固定效应 

时间效应 年度虚拟变量 

行业效应 根据证监会行业分类指引设置行业虚拟变量 

 

为了考察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在模型(Ⅰ)中加入变量“内部控制”(IC)及其与党组织嵌入变量的交互项(“双向进入×内

部控制”和“交叉任职×内部控制”),进而构建模型(Ⅱ): 

 

 

此外，为检验党组织建设对党组织嵌入治理效应的影响，本文以党的十八大为分界点进行时间异质性分析。党的十八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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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召开，但考虑到党建工作的长期性和党建效果的滞后性，按照学术界的普遍做法，选择以 2013年作为分界点，将样本划

分为“2013年前”和“2013年后”两个子样本，并分别进行模型估计。为检验不同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决策是否存在异

质性，本文根据样本事务所是否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或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将样本划分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和“小型会计师事务所”两个子样本，并分别进行模型估计。 

本文选取 2010—2019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并按如下步骤进行样本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以及证

券行业上市公司，(2)剔除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数据缺失的公司，(3)剔除样本期间处于 ST、ST*、PT 的公司；(4)剔除变量

数据缺失严重的公司。最终得到 10482个样本观测值。本文公司层面的数据来自 WIND数据库，党组织嵌入的数据通过手工整理

得到。此外，为了避免极端值对研究结论造成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 1%～99%水平的缩尾处理。表 2报告了主要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审计意见 10482 0.017 0.127 0 1 

审计收费 10482 13.649 0.635 12.429 16.129 

双向进入 10482 0.187 0.137 0.038 0.647 

交叉任职 10482 0.031 0.174 0 1 

内部控制 10482 6.476 1.297 0 9.788 

公司规模 10482 22.426 1.222 19.951 26.314 

财务杠杆 10482 0.463 0.195 0.069 0.924 

盈利能力 10482 0.073 0.088 -0.438 0.377 

成长性 10482 0.153 0.333 -0.52 3.004 

两职合一 10482 0.161 0.368 0 1 

独董规模 10482 1.175 0.175 0 2.079 

大股东控制 10482 0.368 0.146 0.1 0.755 

盈利状况 10482 0.924 0.265 0 1 

投资机会 10482 1.868 1.158 0.706 19.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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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 10482 0.047 0.062 -0.155 0.24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基准模型估计 

对主要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表 3 报告了模型(Ⅰ)的回归结果。“双向进

入”对“审计意见”和“审计收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样本公司党组织嵌入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的程度与审计

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和审计收费的多少均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交叉任职”对“审计意见”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对“审计收费”的估计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交叉任职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具有显著负相关性。由此可见，样本

公司党组织嵌入程度的提高确实可以通过改善公式治理降低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提高审计师对其出具标准审计意见

的概率并降低审计收费，假说 1得到验证。 

表 3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审计意见 审计收费 

双向进入 -0.020**(-2.15)  -0.253***(-7.15)  

交叉任职  -0.017***(-3.22)  -0.026(-1.07) 

公司规模 -0.004**(-2.21) -0.004**(-2.49) 0.405***(70.40) 0.400***(69.79) 

财务杠杆 0.061***(5.05) 0.061***(5.00) -0.030(-1.07) -0.037(-1.32) 

盈利能力 -0.111
***
(-3.74) -0.110

***
(-3.72) -0.095(-1.38) -0.075(-1.08) 

成长性 -0.010
***
(-2.77) -0.010

***
(-2.70) 0.038

***
(2.86) 0.043

***
(3.21) 

两职合一 -0.000(-0.05) 0.003(0.80) 0.047
***
(4.28) 0.060

***
(5.22) 

独董规模 0.008(1.01) 0.008(0.93) 0.006(0.23) -0.005(-0.17) 

大股东控制 -0.019**(-2.12) -0.022**(-2.33) -0.111***(-3.65) -0.142***(-4.64) 

盈利状况 -0.036***(-3.77) -0.036***(-3.80) -0.030(-1.51) -0.035*(-1.73) 

现金流量 0.002(0.06) 0.003(0.10) 0.334***(4.65) 0.339***(4.70) 

投资机会 0.005***(3.04) 0.005***(3.01) 0.019***(4.44) 0.01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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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数项 0.075**(2.45) 0.083***(2.70) 4.121***(29.23) 4.237***(30.49)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0482 10482 10482 10482 

Adj_R2 0.0326 0.0327 0.567 0.565 

F 1.894 1.909 157.0 158.5 

 

注：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 t值(经 White稳健性修正),*、**、***分别代表 10%、5%、1%的显著性水平(双尾检验),下表同。 

2.内部控制的调节效应检验 

“内部控制”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样本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和审计收费具有显著

负相关关系；交乘项“双向进入×内部控制”和“交叉任职×内部控制”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会负向调

节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关系，即在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样本公司中，党组织嵌入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相关性更显著，

假说 H2得到验证。在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中，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和审计收费之间的负相关

性更为显著，说明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内部控制水平不高的企业更需

要强化和完善党组织嵌入机制。 

3.时间异质性分析 

由表 5可知：在 2013年前，“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样本公司党组织嵌入程度的提高并没

有带来审计师决策的显著变化；而在 2013年后，“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样本公司党组织嵌

入程度的提高会促使审计师更多地出具标准审计意见并收取更少的审计费。可见，在党的十八大后，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显著

加强也显著提升了党组织嵌入对公司治理的改善效应，进而通过有效降低企业的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对审计师决策产生了

显著影响。由此，假说 H3得到验证。 

4.审计师异质性分析 

表 6 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小型会计师事务所”(非国际“四大”、非国内“十大”)子样本中，“双向进入”和“交叉任

职”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而在“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四大”和国内“十大”)子样本中，除了“双向进入”对“审

计意见”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外(显著性弱于“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子样本),“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的估计系数均不显

著。可见，党组织嵌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带来的重大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降低对小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决策具有显著影响，

而对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决策基本没有影响，假说 H4得到验证。 

表 5时间异质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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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2013年前 2013年后 

审计意见 审计收费 审计意见 审计收费 

双向进入 

-0.016  0.053  -0.024**  -0.337***  

(-0.72)  (0.77)  (-2.04)  (-8.60)  

交叉任职 

 -0.026  0.050  -0.015*  -0.032* 

 (-1.36)  (0.85)  (-1.91)  (-1.7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548 2548 2548 2548 7934 7934 7934 7934 

Adj_R
2
 0.034 0.034 0.560 0.560 0.0320 0.0319 0.552 0.548 

F 2.111 2.129 41.57 41.57 3.948 3.942 110.8 109.0 

 

表 6审计师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小型会计师事务所 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意见 审计意见 审计收费 审计收费 审计意见 审计意见 审计收费 审计收费 

双向进入 

-0.044***  -0.139***  -0.004  -0.116**  

(-2.86)  (-2.94)  (-0.32)  (-2.51)  

交叉任职 

 -0.028**  -0.099***  -0.012  0.020 

 (-2.45)  (-2.81)  (-1.23)  (0.6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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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369 4369 4369 4369 6113 6113 6113 6113 

Adj_R2 0.043 0.043 0.527 0.526 0.034 0.034 0.601 0.598 

F 3.195 3.169 54.97 54.95 3.401 3.417 103.3 102.1 

 

5.稳健性检验 

(1)改变党组织嵌入变量的衡量方法 

为了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并考察不同党组织嵌入方式的影响，本文分别采用“双向进入_d”(党组织与董事会重合人数

/董事会人数)、“双向进入_j”(党组织与监事会重合人数/监事会总人数)、“双向进入_g”(党组织与高管层重合人数/高管层

总人数)替换前文回归中的“双向进入”(党组织与“董监高”重合人数/“董监高”总人数)变量，进而分析不同的双向进入模

式的公司治理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回归结果详见表 7。在对“审计收费”的回归中，“双向进入_d”“双向进入_j”“双向进

入_g”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党组织嵌入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层均具有显著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能够降低企业的重大

错报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而降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成本和审计收费。而在对“审计意见”的回归中，“双向进入_d”的估计系

数显著为负，但“双向进入_j”和“双向进入_g”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其原因在于：董事会的职能在于事前决策，决定企业发

展的战略方向，并对管理层履行管理责任和财务报告编制负有监督责任，而监事会的职能在于事后监督，管理层的职能在于执

行。党组织嵌入董事会会使董事会更积极地响应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优化企业战略选择和经营决策，促使企业遵守相关法

规和《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履行信息披露责任，进而显著影响审计师的审计意见决策。而管理层是在董事会、监事会监督下执行

董事会的决策，党组织嵌入高管层难以对企业战略走向和经营决策形成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因而党组织嵌入高管层与审计师的

审计意见决策无显著相关性。同理，监事会侧重于事后监督，也不能对企业战略选择和经营决策起到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党组织

嵌入监事会与审计师的审计意见决策也无显著相关性。 

表 7稳健性检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变量 审计意见 审计收费 

双向进入_d 

-0.021***   -0.189***   

(-2.81)   (-6.80)   

双向进入_j 

 -0.009   -0.094***  

 (-1.42)   (-4.52)  

双向进入_g 

  -0.001   -0.128*** 

  (-0.08)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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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0482 10482 10482 10482 10482 10482 

Adj_R2 0.033 0.032 0.032 0.567 0.566 0.566 

F 1.876 1.900 1.903 153.1 158.4 161.6 

 

(2)控制样本选择偏误 

为了控制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 Heckman两阶段回归法进行模型估计。参照马连福等(2013)、程博等(2017)的

做法[13][36],构建一个“党组织嵌入”的选择模型，即模型(Ⅲ),其中解释变量除前述控制变量外增加“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人数

的自然对数)和“上市年限”(公司上市的年限)。第一阶段对党组织是否嵌入公司治理的 Probit 选择方程进行估计，根据第一

阶段回归结果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IMR)。然后，构建模型(Ⅳ)进行第二阶段检验，以克服样本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 

 

表 8 报告了 Heckman 两阶段回归的结果。Probit 选择方程的检验结果显示，董事会规模、公司规模、公司上市年限、财务

杠杆、成长机会、盈利能力等都是影响样本公司党组织嵌入的重要因素。在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中，“双向进入”对“审计意

见”的估计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交叉任职”对“审计意见”的估计系数也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但对“审计收

费”的估计系数不显著，与基准模型(Ⅰ)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分析结论是稳健的。 

表 8 Heckman两阶段回归结果 

第一阶段回归 第二阶段回归 审计意见 审计收费 

公司规模 

0.095*** 

双向进入 

-0.026***  -0.219***  

(5.48) (-2.63)  (-5.93)  

财务杠杆 0.395
***
 交叉任职  -0.017

***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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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3.14)  (0.07) 

盈利能力 

-0.520** 

公司规模 

-0.003* -0.004** 0.413*** 0.409*** 

(-2.28) (-1.90) (-2.14) (67.92) (67.49) 

成长性 

-0.043 

财务杠杆 

0.068*** 0.068*** 0.052* 0.052* 

(-0.97) (5.46) (5.45) (1.76) (1.76) 

两职合一 

-0.055 

盈利能力 

-0.107*** -0.106*** -0.139** -0.126* 

(-1.31) (-3.54) (-3.53) (-1.98) (-1.80) 

独董规模 

0.336*** 

成长性 

-0.012*** -0.012*** 0.029** 0.031** 

(2.73) (-3.06) (-2.99) (2.09) (2.29) 

大股东控制 

1.060*** 

两职合一 

-0.000 0.003 0.025** 0.029** 

(10.11) (-0.02) (0.77) (2.16) (2.47) 

盈利状况 

0.067 

独董规模 

0.006 0.005 -0.021 -0.030 

(0.99) (0.50) (0.39) (-0.57) (-0.82) 

现金流量 

-0.327 

大股东控制 

-0.018
*
 -0.022

**
 -0.082

**
 -0.116

***
 

(-1.27) (-1.90) (-2.26) (-2.36) (-3.35) 

投资机会 

0.008 

盈利状况 

-0.036
***
 -0.036

***
 -0.026 -0.030 

(0.50) (-3.65) (-3.70) (-1.30) (-1.48) 

董事会规模 

0.361*** 

现金流量 

0.004 0.005 0.341*** 0.346*** 

(3.13) (0.14) (0.19) (4.61) (4.67) 

上市年限 

0.472
***
 

投资机会 

0.006
***
 0.006

***
 0.023

***
 0.023

***
 

(21.31) (3.11) (3.13) (5.04) (5.14) 

  董事会规模 0.004 0.004 0.071** 0.069** 



 

 14 

 (0.36) (0.40) (2.04) (2.00) 

 

 

上市年限 

0.003 0.002 0.006 -0.005 

 (1.03) (0.61) (0.49) (-0.48) 

 

 

IMR 

-0.032 -0.028 -0.620*** -0.599*** 

 (-1.29) (-1.14) (-5.65) (-5.44) 

常数项 

-5.985*** 

常数项 

0.077** 0.083** 4.427*** 4.486*** 

(-13.69) (2.38) (2.56) (32.63) (33.47)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0111 观测值 10111 101 10111 10111 

PseudoR
2
 0.163 Adj-R

2
 0.034 0.034 0.572 0.570 

Chi2/F 2133.4 F 5.22 5.21 151.0 149.8 

 

注：(1)由于“董事会规模”和“上市年限”的数据存在缺失值，对样本进一步筛选后得到 10111个观测值；(2)第一、二阶

段回归中括号内数值分别为 z值、t值。 

五、结论与启示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是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企业形成竞争优势的有效路径之一。党组织嵌入不仅

能够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提升企业绩效，还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以及传递积极信号降低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的交易费用，进而

表现为党组织嵌入程度与企业对外联系状况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从审计师决策角度来看，被审计单位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

报风险是决定审计意见决策和审计收费决策的重要因素，而党组织嵌入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有效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

错报风险。因此，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决策会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本文以 2010—2019年沪深 A股上市公司

为样本，基于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情况刻画样本公司的党组织嵌入程度，采用是否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和审计收费额度表征审

计师决策，进而分析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决策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

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和审计收费显著负相关，表明党组织嵌入确实可以通过改善公司治理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

风险，进而影响审计师决策；被审计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对这种负相关性具有调节作用，随着内部控制水平的提高党组织嵌入程

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和审计收费的负相关性趋于减弱，表明对于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企业，党组织嵌入可以更

大程度改善公司治理，进而对审计师决策产生更显著的影响；相比 2013年前，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

准审计意见概率和审计收费的负相关性在 2013年后更为显著，表明党的十八大后企业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的强化有效促进了党

组织嵌入对公司治理的改善；当审计师所在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较小时，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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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概率和审计收费的负相关性更显著，表明党组织嵌入带来的公司治理改善对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决策的影响较小。 

本文的分析表明，被审计企业的党组织嵌入程度与审计师决策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而这种相关性背后的传导机制是：党组织

嵌入必须有效改善公司治理并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才能提高审计师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才能降低审计

收费，因而这种相关性的强弱与党组织嵌入的公司治理改善效应大小有关。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差时，党组织嵌入改善公司治

理的效应更明显，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也更显著；当党组织建设较差时，党组织嵌入改善公司治理的效果不明显，对审计师决策

的影响也不显著；而当党组织建设得到加强时，党组织嵌入改善公司治理的效果凸现，对审计师决策的影响也会更为显著。同

时，也应认识到，党组织嵌入不仅会带来企业自身的效率提升，还可以改善企业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降低整个市场运行

的交易成本，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和效率提升。 

基于上述认识，应更加重视党组织嵌入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党组织嵌入机制，使得

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方式恰当、程度适宜，做到有的放矢，放大正效应，助力企业治理体系的建设和优化。尤其是在公司治理

水平较低的企业中，要更加重视和强化党组织嵌入。同时，要不断加强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企业党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

索，促进党建成果交流，避免机械执行等形式主义行为，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实质性作用，不断改善公司治理，进而有效促进企业

高质量发展，并切实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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